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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
社会融入进程

＊

———以广东珠三角城市为例

□盘小梅，汪　鲸

［摘　要］　改革开放后，广东作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其中包括大量来自西部

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广东珠三角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涉及三类主要

人群的社会文化特征及社会互动过程。广东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进程是经济、社会和文化

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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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随着改革开放政策

的实施和不断深入，中国社会整体进入了一

个快速变革时期。原来相对静态的社会结

构开始松动，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城乡二元结构被

逐步打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下，按照资

本配置的要求，人口流动较之以往更加大量和频繁。

总体上看，人口日渐向经济发达省份和地区流动和

转移，为输入地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同时，人口的大量迁移也对输入地社会管理、保障体

系和文化交往模式提出了挑战。本文以广东珠三角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过程中三类主要人

群的社会文化特征及其社会互动过程作为研究对

象，采用问卷调查法、深入访谈和网络跟踪法，考察

影响广东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进程的主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异地就业问题研究”（项目编号：１０ＢＭＺ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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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和个案主要来源于广东

省民族事务部门２０１２年的统计数据，以及笔者从

２０１２年８月至２０１３年４月在广州、肇庆、珠海等珠

江三角洲城市的田野调查材料。笔者主要对政府部

门、工业园区、城市少数民族社区以及工厂进行了问

卷调查和深入访谈。

一、广东城市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的社会融入进程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口流动和迁徙的大趋势是，

在经济因素的驱动下，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或经济

发达省份集中。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广东已经

超过河南省成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人口增长的主

要原因是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目前，广东流动人

口达到３　１２８万人，是流动人口第一大省。① 三十多

年来，为数众多的流动人口逐渐定居城市和邻近城

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据《２０１２年

广东统计年鉴》显示，广东省的城镇化率达到了

５２％以上，［１］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城镇化

进程是一个持续和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尚未

具有输入地户籍的流动人口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

成部分。前往广东城市的流动人口不仅包括了来自

经济欠发达省区的汉族人口，也包括了大量来自西

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截至２０１２年，广东省少数

民族人口达到三百多万人，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近二百五十万人，远超省内六十万户籍少数民族人

口，其中，广州市少数民族人口中９０％是流动人口，

东莞市少数民族人口中９５％是流动人口。广东城

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东莞、

佛山、中山、珠海、惠州、江门、肇庆等经济较发达的

珠江三角洲城市。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少数民族

人口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的８０％，他们主要从事餐

饮业、服务业、小商贩、运输和生产制造业等行业。

从事上述行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占全省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总数的９７．３８％。②

大部分来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能利用原有社

会资本，并不断拓展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较快地适应

城市文明。由来自西北青海、甘肃等地的回族、撒拉

族所经营的拉面店目前已遍布珠江三角洲各城市，

其中广州市有拉面店一千六百多家，深圳市近一千

家，东莞市则有八百多家。在这些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中，更有取得较大经济和社会影响的个体，如在广

州市番禺区创办梦都美地毯公司的吉林省朝鲜族企

业家李成日和广州市博斯坦清真餐厅的经营者新疆

莎车县维吾尔族商人努尔买买提等。西部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的输入为广东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动

力，也促进了少数民族群体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

发展。受社会管理体制、经济实力和文化差异等因

素的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量进入城市也产生

了一些社会问题，包括占道经营、违章搭建、阻碍交

通和扰民等违反城市管理规定的现象；由于劳动纠

纷而产生的群体性事件；由于文化差异或语言障碍

而引发的纠纷；部分违法犯罪行为等。这些社会问

题对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融入进程造成了一定的阻

碍。

有关社会融入这一概念，在学术界虽多被提及

并获得关注，但由于学者们受研究对象、思考角度、

研究方法等因素的限制，并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统一

的定义。本文中所提及的社会融入概念，其对象指

的是经商务工的外来少数民族群体，其关注点在于

少数民族群体如何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层面进行

调适，以适应并融入城市生活。需要提及的是，提出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概念，并不意味着大

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会最终定居城市，成为“市民”。

从问卷调查和访谈的结果来看，相当大部分的少数

民族群众在谈到今后的生活规划时，会选择在赚到

一定金钱后返回故乡。同时，考虑到中国目前施行

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大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在城市

中的低收入情况，这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难以最

终在城市定居甚至扎根下来。２０１２年，由广州市社

科院、广州市农业局合作完成的《中国广州农村发展

报告（２０１１）》蓝皮书发布，其中《基于福利经济学的

农民工规模与市民化成本分析》的调查报告指出，不

包括买房等成本，农民工若要成为市民，仅满足最低

的消费，以预期寿命７７岁计算，一生中就需要承担

１３０万元，而政府则需投入１８．２万元。［２］充分说明外

来移民市民化成本比较高。相较于将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看成是源源不断涌至城市，最终成为市民的“现

代化理论”逻辑，广东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多表

现出的是，在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做“雁式”的往复

迁移。刘绍华将这种来而复返的进城打工经历视为

通过仪式———“成年礼”，以表明进城务工经历对少

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命意义。［３］（Ｐ８８～９０）因应于这种“雁

式”的迁移规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分析的

重点就应该摆脱“城市融入”观点的束缚，［４］转而通

过观察社会融入过程中所牵涉的各类主体人群的社

会文化性质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模式，以此审视目

前城市管理和发展中各种政策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手

段，尽量降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社会融入进程中

①

②

以上数据来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

以上数据来源于广东省民族事务部门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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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和难度，并减少由此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进程中的主体人群分析

陈成文在《社会融入：一个概念的社会学意义》

文中，将社会融入定义为“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能动

地与特定社区中的个体与群体进行反思性、持续性

互动的社会行动过程”。［５］这一定义强调了社会融入

进程中所牵涉的各类主体人群的互动是影响社会融

入进程的核心所在，但也忽略了对互动得以展开的

社会文化环境的考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问题是在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松动，中国城

镇化不断加速发展，现有社会管理和保障体制变革

转型的大环境下发生的。因此，本文试图将涉及广

东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进程中的主体人

群分为三类，即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管理者

和城市居民。通过对上述三类群体的社会文化性质

和互动方式的考察，以期获得对少数民族社会融入

进程的清晰理解，并探求其中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

之道。

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文化特征

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来自西部和欠发

达地区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普遍存在着受教育水平

低、普通话水平较差、缺乏专业劳动技能等特点。就

广东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而言，其既具有上述共

性，又具有自身特性。来粤务工的西部少数民族流

动人口年龄结构以青壮年为主，且受教育程度偏低。

根据相关调查，来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

育年限为６．７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１．３年。① 广东

城市少数民族人口主要包括来自西北地区的青海、

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区的回族、撒拉族和维吾尔族

等民族；来自西南地区的广西、四川、云南等省区的

壮族、瑶族、彝族、回族和苗族等民族；来自中部省区

的湖南、江西的苗族、土家族、瑶族等民族；来自广东

省内民族地区的瑶族、壮族和畲族。

有学者认为，影响少数民族社会融入的重要因

素在于个体的性别、人力资本、留居时间、家庭状况

等，民族类属并不从根本上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的社会融入进程。［６］但通过对广东城市少数民族流

动人口的考察，我们发现，民族类属是影响广东城市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之一。民族

类属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各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的不同生产和生活方式表现出来的。例

如，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广东省内的瑶族、壮族和

畲族等民族由于与汉族杂居历史较长，接触较密切，

与岭南文化相互交融，文化、语言和生活习惯与广东

城市居民差距较小，能够较快适应城市生活。西北

地区来粤的回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主要的谋生手

段是开设清真餐饮店。这种服务性质的行业要求工

作者与外部世界进行大量的接触，包括了与政府机

构、社会组织、市民群体等团体和个人的交流。因

而，这些少数民族能够以核心或小规模的扩大家庭

形式较快地适应现代城市生活，其在城市长期生活

甚至定居的愿望也较高。相较上述两类少数民族群

体，一些在广东从事生产制造业的少数民族群体，对

城市生活的适应性和定居期望则较小。由于生产制

造业本身具有的“工具理性”和流水线生产方式，兼

之厂房往往聚集在工业园区等远离城市中心的郊

区，少数民族工人难以获得与外部世界更为密切的

联系和接触，其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相对较低。在

访谈当中，大部分少数民族工人都表示，因为离城区

较远，其有限的假期基本上都是和工友前往附近的

公园游玩，今后的生活规划是在获得一定积蓄后返

回故乡创业，而工厂的管理人员也抱怨少数民族工

人们往往会以“消暑”“过节”等理由返乡数月再回厂

工作。

以广东省近几年所发生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社会问题来看，民族类属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

会融入的影响还表现在，当发生各种社会问题时，与

民族类属相关的民族传统文化、社会组织形式等社

会文化特征也会对社会问题的发展和解决产生明显

影响。现阶段，这些社会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清真餐

饮的规范和管理问题、少数民族小商贩乱摆乱卖问

题和工厂中少数民族工人与厂方的劳务纠纷问题

等。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来粤前主要从事农牧业，

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相对缺乏，社会资本主要依托

于亲属和同乡等社会关系网络。受此社会关系网络

的限制，他们来粤经商务工也往往依托血缘或地缘

关系纽带，形成城市中的乡村“共同体”（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ｙ），如来粤务工的四川彝族往往依托“家支”（Ｃｙｖｉ）

进行组织，②西北的穆斯林则依赖于扩大家庭、“哲

玛提”（Ｊａｍａａｔ）和“乌玛”（Ｕｍｍａｈ）。③ 如在粤少数

民族流动人员或是夫妻、父子、乡亲等共同经营小本

生意，或是在同一家工厂中务工。其社会交往模式

主要还是与同族同乡亲朋好友接触，并通过通信或

汇款等方式与家乡亲友建立联系，维持与家乡亲友

①

②

③

以上数据来源于广东省民族事务部门统计资料。
“家支”（Ｃｙｖｉ）相当于汉人的宗族，在彝族社会中具有较大

的影响力。林耀华．凉山夷家［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哲玛提”（Ｊａｍａａｔ）阿拉伯文意为“聚集、集体、团结、共同

体、社区”，“乌玛”（Ｕｍｍａｈ）阿拉伯文意思为“民族、国家、共同体”，

杨文炯．回族形成的历史人类学解读［Ｊ］．民族研究，２０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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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同，维系离散家庭的组织结构。“共同体”虽然

能够给初到城市的个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各种信

息，但也使得个体难以脱离这种相对封闭的社会网

络，使得来粤经商务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遭遇

社会问题时往往会感觉被孤立和边缘化。因此，部

分人遇事往往依赖通过召集亲友来壮大声势，希望

能够扩大社会影响，这也导致社会问题的迅速扩大。

这种依赖小“共同体”维护或争取权利的行为来源于

他们在生活经验中所形成的“惯习”（ｈａｂｉｔｕｓ），①在

进入城市生活后一旦遇到相似的社会情境，这些惯

习就会被重新激发和调动起来，成为少数民族流动

人员的应对策略。而且，一些本地企业或主管部门

为求息事宁人，往往采取妥协措施，使部分少数民族

群体会更加依赖这种解决方式，使得“惯习”不断得

到加强，既降低了以后合法和公正解决矛盾事件的

可能性，也导致个体难以脱离小“共同体”的束缚，获

得更多自由发展空间，并可能导致自身群体的“刻板

印象”。②

２．城市管理和执法者的角色和作用

具有管理和执法职能的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过程中也

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与广东珠江三角洲城市相关部

门的负责人进行的访谈中可知，管理部门和工作人

员能够积极面对和适应城市居民构成和城市文化日

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尽力为城市新移民提供各种

方便和帮助，但是由于少数民族群众大量进入城市

属于较短时期内迸发的新情况新问题，城市管理需

要调适的过程，在管理制度设计和管理方法形成等

方面都需要更进一步完善。

对城市管理和执法部门而言，除了要以积极的

心态面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迁移和城镇化进程，

还需要正确看待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长期性和复杂

性，转变城市管理模式和发展理念。现阶段城市民

族问题的焦点之一在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既有

城市管理制度和规划理念的相互不适应。一些主要

依靠餐饮业、小摊位和手工艺维持生计的城市少数

民族流动人口往往因为不符合相关城市管理和城市

规划的标准和要求，从而引发了与相关管理和执法

部门的摩擦。考察各国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历史进程

可知，这种矛盾纠纷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各国在现

代化过程中所普遍遭遇的情况，流动人口与城市管

理和规划之间需要一个长期磨合与相互适应的过

程。从发达国家城市发展进程来看，忽视城镇化过

程的持久性和长期性，一味追求城市管理与规划的

理性、效率与美观难以符合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与多

样性，往往造成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少数族群的长

期贫困化、区隔化并加强其对自身特殊文化身份的

认同，难以融入城市主流文化当中。

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

社会融入情况的比较可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

融入程度最高的城市并不是人均收入最高、经济活

力最强的城市，而是一些在社会管理和保障制度设

计上更适合他们生存发展的二三线城市。如在访谈

中，两位来自西北经营清真餐饮的穆斯林店主表示，

尽管经济上会受到一定的损失，但自己并不想到广

东省内经济最为发达但是竞争压力也最大的一线城

市，反而更愿意在管理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较为适

合自己的二三线城市经商并定居。也就是说城市空

间格局是否适合他们的生存发展需要才是他们选择

的最重要因素。

因此，城市管理制度的设计者应该吸取发达国

家城市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改变过去计划经济下的

防范型管理模式和思路，向服务型和参与型管理模

式转变，适当调整城市管理制度；在规划理念上减弱

对工具理性和形式美学的盲目追求，［７］正视人口流

动与迁徙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为不同城市人群提供

适宜的发展空间。

３．社会文化环境与城市居民群体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进程中的另一主体

群体是城市居民。自唐宋以来，广东就一直是中国

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中外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十

分兴盛，国内商旅往来繁多。就广州来说，早在公元

前９世纪的周代，本地“百越”和长江中游的楚国人

已有来往，特建“楚庭”，这是广州最早的名称。③ 因

此，本地城市居民历来对外来人口和外来文化具有

较高的包容性。目前广东省内的文化格局既包含了

广府、客家、潮汕等地方文化，又兼容了来自全国各

地和各民族的文化，还有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非洲、

阿拉伯等地区的外贸商人和务工人员带来的异域文

化，文化多元性特征明显。广州和肇庆两市因为在

历史上就有穆斯林定居，［８］具有较为良好的宗教文

①

②

③

法国人类学家皮耶·布赫迪厄（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认为，具有
能动性的行动者因受到家庭出身、教育经历与独特成长道路的影响
而具备一定的“惯习”（ｈａｂｉｔｕｓ）。“惯习”内化于行动者的身体，在行
动者的“惯习”遭遇到其场域内熟悉的境遇时，便会自然而然地生成
实践活动。［法］皮耶·布赫迪厄，著，宋伟航，译．实作理论纲要
［Ｍ］．台北：麦田出版社，２００９．

刻板印象是族群社会中的重要概念，１９２２年由沃尔特·李
普曼（Ｗａｌｔｅｒ　Ｌｉｐｐｍａｎｎ）提出，指外群体的成员选择某个族群独特的
行为特点，将其夸大并构建成为对该群体的一种速记式的描述。
［美］马丁·Ｎ．麦格，著，祖力亚提·司马义，译．族群社会学［Ｍ］．北
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７．

来自广州市人民政府信息网，广州概况之“地理位置”和“悠
久历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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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环境，吸引了众多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穆斯林前

来经商务工，并长期居住下来。广东省城市文化的

多元性和城市居民的包容性，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的社会融入提供了良好和融洽的社会文化环境，有

利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较快地融入城市生活。在访

谈中，在肇庆台资工厂务工的云南回族技术工人也

表示，本地工厂的条件和待遇相对故乡较为优越，社

会保障也比较全面，以后愿意将家乡的家人接到广

东共同居住。

城市居民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日常生活中直

接面对和交流的群体，双方之间交往的类型和层次，

是衡量民族关系和社会融入程度的重要指标。根据

访谈可知，当前多数广东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群众

进入城市表示理解和欢迎，但在日常生活中仍存在

着阻碍城市居民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关系发展的制

度性因素或文化因素。比如，一些珠江三角洲城市

的房屋租赁规定要求屋主承担对租客相应的监督责

任，以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这就使得一些屋主

为避免麻烦，而不愿意出租房屋给有语言和文化差

异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一些工厂主或雇主也

出于相同的原因，不愿聘请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这些

制度因素间接造成了社会交往阻隔现象，使得少数

民族流动人口的生活困难、就业不足和底层就业情

况有所加剧。就文化因素而言，近几年广东经常出

现的社会问题是，一些市民由于缺乏对民族宗教知

识和民族政策的了解，有时候会无意间触及少数民

族群众的文化和宗教禁忌，并由此引发双方的语言

和肢体冲突，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伴随社会阻隔

和文化碰撞现象出现的是“刻板印象”。根据传播学

和社会学的经验与理论，一旦社会舆论将某族群中

的个体所具有的特征或行为放大为整个族群所具有

的普遍特征和行为模式后，在主观上，对该族群的

“刻板印象”便会随之产生，形成日后族群交往中的

严重障碍，从而在客观上造成社会隔离和阶层化现

象。因此，在积极引导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适应城市

生活的同时，也应加强对城市居民群体关于民族和

宗教文化的知识普及。

三、结果与讨论
根据经典移民理论，人口迁移与流动的原因是

输出地推力和输入地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输出地

推力指的是环境灾难、政治环境、经济困难等因素而

形成的人口推力，输入地拉力中最重要的是较为优

厚的经济吸引力。人口迁移的经典理论假设，作为

“理性人”的个体将会选择前往经济拉力最大的地点

定居。［９］本文通过对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

入进程的三个群体的分析表明，经济因素是影响广

东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迁移和社会适应的主要因

素但不是唯一因素，社会制度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的

影响同样强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不能

被简单地视为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自然而然的产

物，而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

果。将此结论落实在具体的管理和操作层面，则要

求城市管理、执法和规划部门不应将目标局限于提

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收入水平和苛求城市规划的形

式美感和“工具理性”上。不断健全和完善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提供给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具有“价值”和“意义”的生活方式，将是对未来

中国能否保持经济发展动力，走科学和可持续发展

道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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